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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有病，员工吹哨？
在台北一个生命伦理座谈上，我们从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婴儿案例谈到研究人员的失德行为，以及伦理教育的重要性。然后，我们讨论为什么单是伦理教育并不足以规范专业道德。一位来自爱丁堡的讲者深思熟虑，轻声提出一个问题：在你们的医疗体系中，最困扰医生和护士的道德两难处境(ethical dilemma)是什么？我马上想到，在香港的公共医疗，这一定与人手和病床资源有关：医护人员内心挣扎，不能提供真正优质的照顾。她说，在英国的卫生服务调查中，最令医生和护士挣扎的道德两难常常 是：工作中遇见不公与失德的事，要不要主动「吹哨」(whistleblowing) 揭发？
她的意思是，任何机构都有害群之马，问题是为什么不当行为容易被忽视？单靠伦理教育不行，要让毛病呈现出来，才可改进。不当行为可能是隐蔽的，并不常是昭然若揭；当然有时也是因为机构选择对它们视而不见。光是教育员工做正当的事是不够的，人性不全是正直。机构应该为人员建立一种安全感，可以直言不讳地反对不良行为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挑战上级的权威，质疑机构的主流文化。
这是一个绝不简单的问题。从实际角度考虑，机构很难无条件地鼓励员工的吹哨行为。机构爆出丑闻总是令人尴尬，有时严重损害公众信心。而且，管理层会想，人谁无过？如果员工不断互相挑剔指责，有什么看不顺眼就告密检举，军心动摇怎能作战？大局为重，难免有时要护短，不能让内部斗争绊手绊脚。有些管理层心知，松散和不规矩的行为在艰难的操作环境中也是润滑剂。如果一切都要依足程序的话，绷紧的员工会不会受不了？
吹哨甚艰难
从伦理角度考虑，员工要作出决定吹哨，揭露黑幕，即使在合理的机构中也是充满挣扎，甚为艰难。有两种价值观是互相冲突的：一边是公平正义，一边是传统的忠诚。中国人的文化在往往对人不对事，把忠诚看得特别重，告密的人是「金手指」。还有更多贬损名词：「二五仔」、「打小报告」、「笃灰」，全都会令人不齿。这背后
也有一重中国文化脉络：历史上的政治告密常是挟带着恶劣用心。人们怎能假设吹哨告密的人全是秉持公义，绝无私心私怨？
因此，从忠诚的价值观出发，检举是痛苦的决定，尤其是所揭露的事情是指控自己的机构正在损害公众利益。如果大多数同事也是把机构的利益放在前面，公众利益放在次要，那么吹哨者就可能承受排挤、解雇，甚至人身安全遭到威胁的后果。
2003 年沙士期间，蒋彦永医生向媒体揭发中国沙士感染情况远比官方数字严重， 这促使中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合作，令疫情得以控制。他在解放军总医院工 作，有人民解放军少将军阶，但后来仍受到很大的压力，有消息指他一度被监视居 住。
在国际新闻，最知名的「吹哨者」当然是斯诺登（Edward Snowden）。他因揭发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电子监听计划而被美国政府通缉。违反国家安全局的保密规定是刑事罪行，但是多数公众认为他做了一件正义的事。网媒有文章以此为话头，指出「斯诺登曾在香港匿藏近一个月；但讽刺的是，香港并没有专门法例为吹哨者提供保障。这与国际的趋势大相径庭。」(〈订定「吹哨者」揭密法 保障公众利益〉，「评
台」，25/12/2016。)
立法保护吹哨者？
文章列举，美国 1989 年的「揭弊者保护法」（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）强调禁止报复，机构要建立进行调查的机制，与处理吹哨者一旦被报复的申诉机制；2015 年 5 月台湾通过的《联合国反贪腐公约施行法》明确提及应保护检举人。在香港，立法会议员梁继昌曾草拟《2016 年公共利益披露条例草案》，提出应保护因公众利益而披露资料的雇员，让雇员毋须承担任何民事法律责任、禁止雇主解雇或歧视。这草案最后在立法会不了了之。
斯诺登与蒋彦永医生的吹哨事件都是特大的事件，一般机构例如医疗机构面对的挑战未必是特大黑幕丑闻，更多的是有没有容忍惯常的专业不良行为，例如欺凌同 事、疏忽病人；有没有大事化小，让不良行为成为常态。每次出现「害群之马」都是一个警报，提醒机构要审视既有的工作文化。要提防：「害群之马」未必是单独行 事。
我在医院管理局工作时，曾参与讨论如何制定可行的举报政策。这很不容易。 如上述，对被举报的人员公平也很重要，界定具体的检举是否关乎公众利益也要合理。
一点观察是，在现实管理中，一家医院（或一个部门）如果保持开明态度，听取批评和回馈时不是先行护短，那么员工反而较少需要诉诸告密。 在管理上阶级分明的威权文化，言路不畅，员工反而更多地通过匿名管道举报而纠缠不清。有些文献认为，
「吹哨」的定义其实可以从宽：员工敢公开提出关注，促进改革，也可以视为「吹哨」。善意的吹哨应该鼓励。
